美国国会“台湾连线”成员分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 

                        张光 刁大明 

         《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3期，第1-11页

摘要：2002年成立的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已成为美国国会议员介入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重要渠道。本文对台湾连线成员在第110届国会众议院的分布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加入该连线的议员多来自美国南部，来自那些亚裔人口比重较大、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台独”组织FAPA活跃的选区。外交委员会成员、意识形态保守议员和共和党议员参与台湾连线几率较高。基于台湾连线分布的特点，提出理性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国国会因素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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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rminants of Memberships of the U.S. 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

Abstract: The U.S. 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 established in 2002, has acted as an important conduit through which Congressional members influence U.S. China/Taiwan policy. This paper explains why some members join the caucus while others do not by studying Taiwan caucus membership in the House of the 110th Congress. We find that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districts of the South，with more Asian Americans,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or the presence of chapters of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 are more likely to join the Caucus. In addition, memberships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and/or the GOP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Taiwan Caucus. Finally but not the least, Caucus membership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onservative ideolog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some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 ar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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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30日，第110届美国国会众议院口头通过一项共同决议案（H.CON.RES.136），呼吁行政部门解除对台湾选任高官访美的长期限制。此提案虽无法律约束力，但仍为当时因岛内“公投”而引发的两岸紧张局势雪上加霜。在这一议案从提出、联署、委员会表决到最终送交全会审议的整个过程背后，有一只来自国会非正式组织的推手：台湾连线（Taiwan Caucus）。提出该议题的共和党人夏伯特（Steve Chabot）正是台湾连线时任四位联席主席之一，参与联署的46位议员中有39位为连线成员，而对该提案进行初审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50位议员中，有29位参加了台湾连线。

这一事实表明，台湾连线已成为美国国会关注中国台湾问题的重要组织。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创建于2002年，第110届国会众议院中有157位议员参与该连线，而参议院台湾连线也有26位成员。换言之，每10位众议员和参议员中，就有3位和4位以参加台湾连线的方式，表示着对台湾问题的特别兴趣和关注。本文的目的是要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回答如下问题：在美国众议院，哪些议员参与台湾连线？为什么参加？台湾连线构成有什么特征？ 

近年来，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得到我国学者的普遍重视。
 但既存的研究有的止于一般性的概述，有的关注个别议题（如台湾连线等涉华连线在西藏问题的行为），或者着重于个别重点议员，而缺乏对台湾连线成员分布的系统研究，从而难以进行普遍性推论。美国学者卡斯特纳（Scott L. Kastner）和格罗布（Douglas B. Grob）新近发表的论文《美台关系的立法基础：国会台湾连线的新观察》，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了第109届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分布决定因素。
 本文也将使用定量分析方法探讨第110届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分布决定因素，但将在几个方面与两位美国学者的论文有明显的不同：首先，我们研究的是更近的第110届国会。其次，我们的研究立场与两位美国学者有显著不同。例如，我们对他们认为台湾问题事关东亚民主的前景的预设持保留态度。再次，如我们将看到的，我们的研究在解释性框架和变量的选择上，与两位美国学者有同有异，可加以比较。

下面，我们首先对美国国会议员参与、建立或组织连线的动因进行理论文献梳理；然后把它们应用于台湾连线，建立若干可以操作的概念性假设，并交代验证的统计方法和数据来源；再后报告并讨论统计分析结果；最后点出本文的发现的政策意义。

                        国会连线与国会政治

何谓国会连线？连线在美国国会决策中扮演何种角色？国会议员为何参与甚至组建连线？哈蒙德（Susan Webb Hammond）在专著《国家政策制定中的国会连线》的开篇简要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连线的出现是20世纪后期国会的一个特点。它们是由议员自愿结成的有组织的协会，虽在议会规则中得不到承认，也不在国会机构的编列预算之中，但仍力图在国策中发挥作用”。连线作为国会的非正式组织，在构成国会正式组织两大支柱的委员会和党团系统之外活动，但又与它们保持某种链接。连线的产生并大量繁衍，是因为它们既满足国会议员的职业目的和外部因素变动产生的需要，又符合国会组织和结构的特征。

众议员成立连线的手续简单，只要向会务委员会（House Committee）申请，说明连线的名称、目的、人员组成等基本情况，就可成立自己感兴趣议题的连线。在第110届国会有300多个连线，其中有近60个涉及对外关系议题。有成员157人的台湾连线，在对外关系连线中属于规模超大一类。

美国国会议员的生存逻辑决定他们的行为动机不外乎争取连任、扩大在国会中的影响力以及追求合乎自己意识形态的公共政策。
 其中又以连选连任为基本，缺少这个动机，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据此说，议员加入一个连线，必定或因有助于他们服务选区的利益，增加连选连任的砝码；或至少不会因这个行为损害选区利益、从而减小连选连任的机会。国会议员参与连线的行为与其选区往往存在着某种“链接”。

议员一旦选入国会，扩大在国会的影响便成为其孜孜以求的另一目标。一个议员的政治影响力，首先取决于其在国会中出任的制度化职位。这些职位可区分为委员会职位和党团职位两类。委员会主席（由多数党出任）或首席成员（由少数党出任）等委员会领导职位的众议员，在国会中的权势明显高于委员会一般成员。担任众议院多数党和少数党党团领袖的议员（包括议长、多数党领袖、少数党领袖、两党党鞭等），也具有一般议员难以企及的政治影响力。
 资历一直是决定国会领袖人选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所谓教科书式的国会时代（高潮为20世纪50、60年代），资历是决定委员会主席的唯一因素。从70年代开始，“教科书国会”开始松动，党团领袖特别是多数党党团领袖，逐步增加他们在分配委员会席位和任命委员会主席上的权力。资历不再是决定委员会主席人选或获得重要委员会席位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在这一相对宽松的国会运作环境下，资历较浅的“企业家”式众议员获得更多机会与空间。但即便如此，资历尚浅的议员仍难以跻身党团领袖和委员会主席这两类国会正式组织的领导岗位。在这种情况下，连线成为他们崭露头角的主要渠道。任何国会议员都能成立自己属意的连线，并担任其领袖；只要有一定数量的议员加入，连线就能生存并发挥影响。这样，连线就为那些没有国会党团和委员会领袖职务的普通议员，提供了锻炼和表现领导能力、增加媒体曝光率的机会。如哈蒙德所言，“年轻议员和大多数中年议员没有制度化的权力头衔，也不太可能在委员会或分委员会政策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于是，在正式体制之外运作而又与之密切关联的连线组织，就为众议员提供了一个通向党团、委员会等正式领袖地位的“攀登之梯”。连线是议员争取得到承认、进而转入正式领导体系的一条众所公认的途径”。
 她对第97届国会众议员参与连线情况的统计分析发现，资历较浅、年龄较轻的议员，同老资格议员相比，参加更多的连线，创立更多的连线，担任更多的连线主席。

为了扩大国会的影响力，甚至仅仅为了连选连任，国会议员还必须跟利益集团保持“链接”。“利益集团是为特定人群的利益和需求代言的组织，它们存在的目的常常是试图影响政府按合乎其利益的方式行事”。
 同众议员的单个选区（通常60万人左右）相比，利益集团往往代表更多的利害攸关人口，能够动员更多的资金，在许多场合下，能够跟议员进行更多的利益交换。当然，选民仍然具有一个利益集团所不可能有的优势：唯有他们每隔两年就有一次决定谁上谁下的权力，尽管选择是相当狭窄的，往往只能是在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中二选一。这意味着，利益集团常常需要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到众议员的“家”（选区）。
从议员的角度看，他们是否接受一个利益集团游说的底线是对连选连任有利与否。“立法者唯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接受利益集团的游说：（1）这些利益集团在满足连选连任的需求上具有强于其对手的优势；（2）立法者期待那些使利益集团具有竞争优势的议题和场合一再出现”。
 竞选捐款和为议员分担信息和协调成本是利益集团影响国会议员使用的两个最重要利器。“考虑到每个国会议员及其办公室都面临极为繁重的工作：搜集信息，分析信息，把信息转换为演讲和法案的成本可能是非常昂贵的。…… [利益]集团通过有选择性地负担议员参与国会活动的信息成本，从而影响议员支持其目的的行为强度”。

连线是利益集团和国会议员都接受的一类“链接”。在许多连线的背后，都有利益集团在“工作”，扮演着资金和信息提供者、协调者的角色。麦考密克（James McCormick）和密切尔（Neil Mitchell）对众议院“人权连线”的研究发现，这个连线自1983年成立后，始终依靠院外非政府人权组织运作。“加入并参与人权连线的成员成本，因利益集团的大力贡献而变得相当之低。……依靠这一支持，维持一个像人权连线那样具有众多成员的连线的成本，就只需落在一小群愿意担当领导角色的‘企业家’议员身上即可”。
 

意识形态也是决定国会议员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一。所谓意识形态是“一个基于少数中心原则的信念体系……当一个人在思考各种问题时，无论这些问题涉及面有多广，他的思想总要受到这些中心原则的主宰。他的行为可视作这些原则的体现”。
 霍尔斯蒂（Ole R. Holsti）和罗斯诺（James N. Rosenau）对美国政治和舆论精英的对外政策信念的经验研究发现，“意识形态、政党和职业是对[精英的]外交政策倾向有力的预测因素”。
 辛金克（Kathryn Sikkink）认为，美国国会议员在20世纪70年代对国际人权问题的关心，主要是基于自由主义信念，而非“出于对选区压力做出反映”。
 麦考密克和密切尔也认为，国会议员的行为并非只为连选连任；“对于合乎他们意识形态的事业，至少在这些事业不会对其连选连任带来不利的情况下，国会议员会着力追求。”
 目前，美国国会议员的意识形态差异同其党派归属有相当高的相关性。民主党偏向自由主义，共和党倾向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对国会议员参加台湾连线行为有无影响？如果有的话，如何影响？这些问题值得在经验层面上予以澄清。

综合以上关于国会议员参与连线决定因素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台湾连线成员的选区特征、国会地位、院外游说集团、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析为什么有的议员加入台湾连线、有的则不参加的原因。我们将在下一节逐一展开假设，并对之进行操作化。

                           数据和方法


本文采用多元逻辑回归方法，在经验层面上确定议员参与台湾连线的决定因素。在逻辑回归模型中，因变量的变动为非此即彼两种情况，特别适合对台湾连线这样成员（赋值为1）和非成员（赋值为0）的区分归因研究。自变量的选择，在选区因素上，我们选用的操作变量是：各选区亚裔人口比重 
、2006年对中国出口规模、跨国公司总部分布情况 
 。我们选用电脑科技和制药跨国公司总部，形成两个虚拟变量（有总部的选区赋值为1，否则为0）。利用这些变量，我们力图在经验上回答如下问题：选区亚裔人口越多、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越密切、具有与中国大陆及台湾关系较深的跨国公司总部，其代表是否会越倾向于参与台湾连线？在国会议员地位上，我们选择如下变量操作：议员的年龄和资历（国会议员任职年数）、是否属于国会领袖群体议员（虚拟变量“是”为1、“否”为0），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以委员会成员为1、其余为0）。我们预期，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议员资历越长、年龄越大、或者属于国会领袖群体，则越不倾向于加入台湾连线。外委会成员因其主管业务关系，更容易受到台湾相关势力的游说，而比其他众议员更有可能愿意加入台湾连线。

在利益集团影响方面，台湾连线背后的主要院外游说集团是台独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简称FAPA)。
 该组织于1982年在洛杉矶成立，总部现设在华盛顿，登记为一个教育及游说组织。其活动重点有二：协调海外台独组织，整合海外台独势力；直接游说国会议员提出议案，支持台湾的人权、民主、安全甚至“独立”，而国会参众两院分别设立的台湾连线是FAPA游说国会的主要渠道。
 FAPA成立初期，国民党当局有所戒备。李登辉上台后，积极推行“一国两府”与“双重承认”，得到FAPA的欢迎，台湾当局和FAPA 关系化敌为友。1995 年李登辉访美、1999 年国会众议院通过的《台湾安全加强法案》都有FAPA 游说的“功劳”。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给予FAPA完全承认和支持。2002年1月，FAPA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移至台湾举行，陈水扁、李登辉等悉数到场造势。绝非巧合的是，在FAPA和卡西迪公关公司的共同推动下，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于同年4月成立，台湾方面派出“立法委员代表团”参加成立大会。事实上，台湾连线的成立等有关活动，都是FAPA一手策划组织的。我们以议员选区是否有FAPA分会来操作该组织对台湾连线成员分布的影响。2007年，FAPA在美国共有55个分会，会员共2276名，涉及纽约州、加州等3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FAPA分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动员会员以及同情者，以电子邮件等方式，请求代表选区的众议员加入台湾连线。我们把FAPA分会覆盖的选区赋值为1，其余为0，并预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代表这些选区的众议员加入台湾连线的几率将明显高于其他众议员。
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用全美民主行动（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组织提供的ADA指数以及党派归属加以操作。ADA指数系从每年国会表决议案中，选出20件能够反映议员意识形态立场的议案，从自由主义立场予以打分加总获得。指数分值越大，表示议员的意识形态越偏向自由，越小越偏向保守。在党派方面，我们把共和党议员赋值为1，民主党议员为0加以操作。最后，考虑到美国政治中特有的南部现象，我们把来自南部的议员赋值为1，其余为0。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南部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主要发源地，而所谓新保守主义则是将“国内政治上的最低限度国家和国际政治上的黩武性外交政策与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结合起来”。
 出自南部选区的第110届国会众议员共和党人居多数（89位共和党议员对65位民主党议员），大多极为保守。即便是民主党南部议员也多为“蓝狗”（Blue Dog）等立场偏右的温和保守主义者。我们预期，多信奉新保守主义的南部议员整体上对中国仇视感较强，比较倾向于加入台湾连线。

上述变量的数据来源见文末附录。
                      解释台湾连线成员分布

表1报告了我们使用上述变量对台湾连线成员分布进行的逻辑回归结果。模型的样本为435个有正式投票权的众议员，其中155人加入了台湾连线。我们对模型中的自变量做了共线性检验，发现除了党派和ADA指数相关系数达0.957而有共线性问题、从而需要分别进入模型外，其余变量二元相关系数显著低于绝对值0.7，符合变量相关系数低于绝对值0.7即可同时进入多元回归模型而不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的统计学拇指规则。两个模型均采用“Enter”即让模型中的所有自变量不加筛选地同时进入模型。两个模型的卡方检验值它们对成员分布的预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两个模型分别能够正确预测73%和73.7%的台湾连线成员分布，而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帮助的情况下，正确预测率为64.4%（非台湾连线成员为435-155=280人，对任何一个众议员我们均猜测其为非连线成员，猜对率为278/435=0.644）。这也就是说，模型引入的变量使正确预测率提高了近9个百分点。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表1 台湾连线成员逻辑回归模型
	
	模型I
	模型II

	
	B
	Wald
	B
	Wald

	  亚裔
  南部
  对中国出口贸易
  电脑科技公司总部
  制药公司总部
  FAPA分会
  国会领袖
  议员任期
  年龄
  外交事务委员会
  党派
  ADA指数
卡方
正确预测百分比
N
	0.056**

0.778***

0.046**

1.631*

1.815***

0.603**

-1.099***

0.043**

-0.028**

1.012***

-0.008***

77.790***

73.0

435
	4.900

10.141

4.687

3.609

9.899

4.649

8.917

5.765

3.843

9.047

7.360


	0.045*

0.800***

0.048**

1.622*

1.644***

0.588**

-1.137***

0.041**

-0.029**

1.041***

-0.533**

74.431***

73.7

435
	3.750

10.906

5.414

3.582

9.020

4.440

9.623

5.360

4.032

9.598

5.400




注：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Wald系数表示各个变量对模型解释能力的贡献度，系数越大，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越强。***,**,*分别代表回归系数在0.01、0.05和0.10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两个模型引入的所有自变量，除电脑公司总部选区在0.10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外，均通过了0.05或0.01的显著水平检验。选区的亚裔人口比重的正相关回归系数，表明那些亚裔人口比重较大选区代表，参加台湾连线的几率较高。这个发现与卡斯特纳和格罗布对第109届国会台湾连线的研究一个相关的发现基本相符。他们发现选区内出生台湾的人口比重越大，其代表就越有可能加入台湾连线；而出生中国大陆的人口比重则没有影响。卡斯特纳和格罗布对第109届国会的研究发现，选区对华出口规模与其议员加入台湾连线几率无关，我们的模型则指示，在第110届国会，选区对华出口量越大其议员参加台湾连线几率越高。跨国电脑科技和制药业公司总部两个变量均在正方向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那些拥有跨国电脑科技和制药业公司总部的选区，也往往容易产生参与台湾连线的众议员。最后，FAPA分会变量也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验证了FAPA在推动台湾连线发展上充当着关键角色。
选区亚裔比重、对华出口规模、跨国电脑公司和制药公司总部和FAPA分会四个变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全美435个众议员选区中，有10和18个选区为跨国电脑公司和制药公司总部所在地，这10个跨国电脑公司总部所在地选区的亚裔人口平均比重达11％，远远高于其余425个选区的均值3.49％。18个跨国制药公司的亚裔人口平均比重为6.37％，比其余选区的3.55％大了将近一倍。10个跨国电脑公司所在地选区对中国出口平均额（2006年）为9.3亿美元，超过其余选区平均额3.5亿美元近三倍。但是，18个跨国制药公司总部所在选区对中国出口平均值仅为1.55亿美元，不及其余选区平均值3.67亿美元的一半。这些数据反映来自台湾的在美移民在电脑和制药高科技领域具有就业优势。这些优势在台湾当局的引导下向台湾转移。同时，跨国电脑公司和制药公司总部所在选区是FAPA活跃地区。10个跨国电脑公司总部所在选区均有FAPA存在，而在18个跨国制药公司总部所在选区中，只有一个没有FAPA分会。更重要的事实是，五分之四（8个）电脑公司总部所在选区的议员（包括微软、IBM、戴尔、惠普、思科、英特尔、苹果等）、三分之二（12个）制药公司（辉瑞、默克、强生等）总部所在选区的议员加入了台湾连线。由于跨国电脑公司总部和制药公司总部所在选区不存在重叠现象，因而仅从28个电脑和制药跨国公司总部所在选区中，便产生了20位台湾连线成员。
南部变量不但在正方向通过检验，而且其Wald值在诸自变量中最大，表明它对台湾连线成员分布差异具有最大的解释力。然而，如果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单单对比南部议员和全部众议员参加台湾连线的概率，南部似乎不是一个很强的解释变量。这是因为，在154名南部众议员中，有41％（63名）加入台湾连线，虽超出台湾连线议员占全体众议员的35.4％，但两个比重相差并不很大，在5%显著水平上无法通过卡方检验。那么，为什么在模型中，南部一跃成为解释力最强的变量呢？这是因为南部的独特性。同其他地区相比，南部选区的亚裔比重较小，对中国出口较少，少有跨国电脑和制药公司总部，FAPA分会数量偏少。
 换言之，相当多的南部议员，不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选区亚裔人口较多、对中国出口较多、具有FAPA分会而加入台湾连线的。他们的保守主义立场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有关国会结构的变量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国会领袖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前者与台湾连线成员变量正相关。台湾连线成员在外委会所占比重（3/5弱）远远高于其在众议院中的比重（1/3）。国会的党团和委员会领袖成员较少参加台湾连线。在进入两党国会党团和委员会领袖群体的69位众议员中，只有15位加入了台湾连线，仅占21％，显著低于台湾连线占众议院三分之一。台湾连线议员任期和年龄两个变量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作用向度相反。
 在年纪相近的议员中，任期较长的参加台湾连线的几率更高。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那些年龄较轻而任期较长的众议员，比较倾向于加入台湾连线。显然，这些已具有一定的国会经验的中青年议员，觊觎着更大的权势，而台湾连线为他们展现能力、增加曝光度提供了相当好的舞台。两个意识形态变量（政党和ADA指数）则通过显著性检验。它们的回归系数方向表明，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持保守意识形态立场的议员更加可能加入台湾连线；共和党议员对台湾连线比民主党议员抱有更大的偏爱。后一个发现也与卡斯特纳和格罗布论文中认为党派对议员加入台湾连线与否没有影响的发现不同。


通过比较模型尤其是模型II中各个自变量的Wald值，我们可以给它们对众议员加入台湾连线与否的影响力做了大体的排序。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南部的影响力最大，其后依次为国会领袖、外委会、制药公司总部、ADA指数（党派）、对中国出口额、议员任期、FAPA分会、议员年龄、选区亚裔人口比重和电脑公司总部。其中，南部、ADA指数和党派均与议员的意识形态有关，表明保守的意识形态是决定议员是否加入台湾连线的最为重要的一类因素。国会领袖、外委会成员、国会资历和议员年龄这些事关国会内部构造是决定台湾连线成员分布第二重要因素。对中国出口额、FAPA分会、亚裔人口、制药和电脑公司总部这些涉及选区的变量的影响力位列第三。

                        政策意义

美国国会台湾连线以其鲜明的“挺台”立场，成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对此，中国究竟应当如何应对？本文的发现或许可以提供某些思考和行动的线索。首先，本文有关保守意识形态与台湾连线的密切关联的发现，说明台湾连线是美国部分国会议员借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发展的冷战思维的结果。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连线特别活跃。2008年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在众多领域上采取了与中国大陆合作而非对抗的政策。对此，长期负责组织、领导台湾连线的共和党人罗拉巴克尔（Dana Rohrabacher）辞去联席主席职务以示不满，称“如果台湾与中国合作而非对峙的话，那么[他本人]对台湾连线的支持将毫无意义”。
 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意识形态偏见是很难改变的。美国国会中如台湾连线之类遏制中国发展的势力或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其次，尽管国会领袖较少参加台湾连线，但众多众议院外委会成员加入，台湾连线成员多为国会资历较长而年龄相对年轻的年富力强者，再加上台湾连线是成员规模最大的国会涉外连线之一的事实，这一切决定台湾连线具有相当大政治能量，值得我国有关部门和研究者密切注意和重视。第三，尽管在我们的模型中，选区因素是决定台湾连线成员分布的第三位因素，但模型显然低估了FAPA的作用，特别是它负担台湾连线组织者和中坚议员参与连线的信息甚至金钱成本的作用。FAPA的会员总数不过两千余人，但却因其组织的力量、熟谙美国国会运行的规则等原因，成为台湾连线背后的“推手”。既然美国的政治制度允许院外游说集团的影响，中国应当动员各种因素来抑制台湾连线的活动。今天的美国，支持中国统一的华裔人数已经远远多于台独的同情者。
 但他们缺乏组织，未能形成有效的选区压力。此外，我们关于那些来自与中国保持密切经济关系如对华出口规模大的选区的议员反而更倾向于加入台湾连线的发现令人费解。卡斯特纳和格罗布认为，这是由于“北京无法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把美中贸易关系同台湾问题挂钩起来。[因此]，各个议员……甚至那些向中国大量出口选区的议员……都不必担心因同台湾保持密切的关系而损害与中国的贸易。”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郑重对待的事实：当微软、沃尔玛、波音等等这些我们家喻户晓的大公司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溢时，其总部所在选区的议员仍旧参与台湾连线，不少人一再充当反华提案的“急先锋”。例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台湾连线联席主席夏伯特 
 的选区（俄亥俄州辛辛拉提市），乃是宝洁公司、Kroger和Macy’s公司总部所在地。中国在同美国的交往中，应当如孙哲所言，“大力开展对美国国会的经济外交”，
 其中的一项努力应是在选区的层次上，利用中美日益紧密的经贸往来影响国会议员的对华政治态度和行为。

附录：变量数据内容和来源
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和FAPA分会，见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FAPA）网站：http://www.fapa.org/TaiwanCaucus/members-alphabetical.html，http://www.fapa.org/aboutfapa/chapterlist.htm。

选区亚裔人口比重（2000年普查数据），议员年龄，见《华盛顿邮报》数据库：http://projects.washingtonpost.com/congress/110/house/members。
南部包括16州，阿拉巴马、阿肯色、特拉华、佛罗里达、佐治亚、肯塔基、路易斯安那、马里兰、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俄克拉何马、南卡罗来纳、田纳西、得克萨斯、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美国人口普查局：http://www.census.gov/geo/www/us_regdiv.pdf
4.  各选区2006年对华贸易出口额，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http://www.uschina.org/public/exports
5.  跨国公司总部，Fortune, No.13, July 23, 2007, pp.F39-41，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findyourreps.xpd 

6. 国会领袖、议员党派：美国国会众议院官方网站：http://www.house.gov
7. 国会议员任期，美国国会众议院书记官网站：http://clerk.house.gov/member_info/110_seniority.pdf
8. ADA指数，全美民主行动：http://www.adaction.org/pages/publications/voting-record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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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589，而按照相关系数绝对值达0.7才因共线性不可进入同一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统计学姆指规则，我们可以把它们纳入模型，观察两者互相控制下的分析结果。


� Nadia Tsao, “Rohrabacher to leave Taiwan Caucus position”, Taipei Times, March 15, 2009, p.3. 


� 本文作者之一曾在美国俄亥俄州生活近十年，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个大陆移民、甚至相当多的台湾移民都反对台独，支持祖国的统一事业。


� Kastner, and Grob, “The Legislative Foundation of U.S-Taiwan Relations”, p. 69.


� 在2008年国会选举中，连任7届众议员的夏伯特以48.5%比51.5%负于民主党挑战者德莱豪斯（Steve Driehaus）。在竞选中，民主党一直将俄亥俄视为关键战场州，投入较多竞选资源。而辛辛那提所在的俄州第1选区则是民主党人的主要目标。整体上看，夏伯特的落选，主要是受奥巴马效应影响，与中国议题关联度不大。


� 孙哲、李巍：《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该书的最后一章的标题即为“大力开展对美国国会的经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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